
 

郑和下西洋军事行动的研究述评

—兼析海外“原始殖民主义论”的若干论调

孙 竞 昊

摘    要    中外学者在评价郑和航行中的军事行动这一问题上争议不断。多数中国学者肯定郑和为开创和维

持安定和平的国际关系做出的努力，而一些西方学者则认为郑和的武力使用是对当地的“侵略性”干预，甚

或为其贴上了“原始殖民主义”的标签。扼要检讨近四十年来中国学界关于郑和下西洋中的军事行动以及相

关问题的研究，并结合相关历史文献资料的考辨，对“中”“西”学者之间异同的论点进行对比分析。勿论

中国主流学界的某种预定性立场，抑或似是而非的中、西二分法，可以认为在传统的朝贡体系下，郑和审慎

地借助武力以维系“和谐”的国际关系，与半个世纪之后欧洲冒险家、商人、殖民主义者对殖民地野蛮干

涉、占领、压迫的行径有本质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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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 起

2014 年 8 月 22 日，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中心召开了郑和研究的中英文双语国际会

议，主题为“郑和下西洋（1405−1433）及自古以来中国与印度洋世界的关系”。其中一个热点议题是如

何看待郑和下西洋过程中的军事行动，来自中国大陆的学者认为这并不违背明王朝与他国和平共处的初

衷，与半个世纪后接踵而来的欧洲冒险者、商人、殖民者对弱小国家和地区施加的侵凌、欺诈、占领不可

同日而语。与之相反的是，来自澳大利亚、欧洲和北美的少数学者则将其判定为对当地的“侵略性”干

涉，其中韦杰夫博士（Geoff Wade）更将之归诸“原始殖民主义”本质。①虽然这个观点乍听起来十分怪

诞，然而在当今西方学界不乏呼应，尽管各种具体议论不尽相同。

这次的激烈交锋实为近期郑和研究中最富有争议性命题的一幕。对于郑和的下西洋活动，“西方”的

一些学者与中国的主流学界、官方媒介和民众认知始终存在着不同看法。②而且过去十几年里，在若干重

要问题上的歧异日益扩大。2005 年，在官方、非官方举办的一系列纪念郑和下西洋 600 周年活动的推动

下，“郑和热”霎时间在中国弥漫。柏克曼（Harald Bockman）在参加维多利亚会议上提交的文章形象描

 

①Geoff Wade, “The Zheng He Voyages: A Reassessment,” Journal of the Malaysi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78, no. 1 (2005), p. 44.

②此处“西方”学者一般是指对郑和下西洋持相似观点的国外历史学者，尤以欧洲、澳大利亚、美国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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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了当时中国前所未有的纪念、庆祝、讨论热潮，主题包括和平崛起、海洋文化、科学探索等。7 月 11 日

定为中国的“航海日”；“郑和精神”被视为当下中华民族通过海洋向外进取、推动世界和平的内在

动力。①

随着经济腾飞，中国正在通过发掘历史遗产，探索一种拓展对外关系的独特模式，如被国内学者视为

肩负和平使命的郑和下西洋前例，而非近年来一些国外人士指称的所谓“新殖民主义”。②于是，郑和作

为和平使者的外交和外贸方式，与西方殖民者靠暴虐的扩张模板形成了鲜明的反比。郑一钧 2005 年出版的

 《论郑和下西洋》增补本较有影响，目的在于弘扬光大郑和为建立“和谐”国际关系、促进世界繁荣所做

出的榜样。由“郑和下西洋 600 周年纪念活动筹备领导小组”编纂的《郑和下西洋研究文选（1905−

2005）》，收录了国内郑和研究具有代表性的文章。

近年来，在专著、期刊、通俗作品、电视剧乃至动漫等多种媒介的协同推动下，中国官方机构和学术

团体时常召开有关“郑和下西洋”的会议和论坛。然而，本文主要着眼于在当今中国学界中无可回避的郑

和下西洋中的军事行动，并且本着“回到历史现场”的历史主义原则进行相关历史文本的考辨，对“中”

 “西”学者在各自语境中所阐发的论点、论据之争进行对比剖析。

一、永乐皇帝的眼界和心胸：郑和下西洋的诱因

对于郑和下西洋背后的动机，尽管众说纷纭，但是探究刚登帝位的永乐皇帝何以不顾高昂代价和航海

风险而远航西洋这一老问题依旧有必要。回答这一问题，需要厘清郑和航海的原由。
 （一）“天下”、朝贡体系、洪武祖制
与历代王朝一样，明朝皇帝承袭了根植于中国文化优越感以及万邦来朝思维的传统“天下”观。③在

儒家所提倡的自给自足和勤俭节约的传统农业社会中，中国对域外的商品需求有限，而且朝贡体系下藩属

国主要以本土物品象征性地供奉，几无实在的义务和责任。④虽然多流于仪式，对外贸易也主要是吸引域

外政权的合作以及增强“天子”统御天下的一种手段，但这种模板有助于加强中国文化的向心力和政治上

的宗主位置。⑤

明太祖朱元璋自诩为中华文明的救星，新王朝甫立，旋即遣使向中原王朝的传统藩属国宣告自己天下

共主的身份。但与元朝汹汹的对外军事态势不同，他奉行不干涉主义，旨在取得化外之邦名义上的臣服。⑥

他还将邻近的 15 个国家划定为“不征国”。⑦

万明认为洪武皇帝的天下观具有宏大的包容性和弹性，意味着正视多国并立的事实，几近于独立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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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Harald Bockman, “Chinese Official and Scholarly Representation of the Maritime Expeditions under Zheng He in Connection with the 600th Anniversary
in  2005,”  paper  presented  to  the  conference “ Zheng  He ’  s  Maritime  Voyages  (1405−1433)and  China ’  s  Relations  with  the  Indian  Ocean  World  from
Antiquity,” Victoria, Augusts 23 & 24, 2014。在对郑和下西洋活动正面积极描绘的背景下，流行的作品如加文·孟席斯中译本《1421：中国发

现世界》，尽管受到学者们的批评，但是仍然畅销。可参考金国平、吴志良：《郑和下西洋葡萄牙史料之分析》，郑和下西洋 600 周年纪

念活动筹备领导小组编：《郑和下西洋研究文选（1905−2005）》，北京：海洋出版社，2005 年，第 233−234 页。

②Tukumbi Lumumba-Kasongo, “China-Africa Relations: A Neo-Imperialism or a Neo-Colonialism? A Reflection,” African and Asian Studies, vol.10, no.
2-3 (2011), pp. 234-266.

③John  King  Fairbank, “ A  Preliminary  Framework,”  in  John  King  Fairbank  (eds.),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Traditional  China ’  s  Foreign  Relation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p. 2.

④Robert Finlay, “The Voyages of Zheng He: Ideology, State Power, and Maritime Trade in Ming China,” Journal of the Historical Society, vol. 8, no. 3
(2008), pp. 327-347.

⑤John  King  Fairbank, “ A  Preliminary  Framework,”  in  John  King  Fairbank  (eds.),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Traditional  China ’  s  Foreign  Relation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pp. 3-4, 12; Mark Mancall, “The Ch ’ ing Tribute System: An Interpretive Essay,” in Fairbank, p. 79.

⑥万明：《明代中外关系史论稿》，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年，第 181−182 页。

⑦这些“友好国家”主要有：朝鲜国、日本国、大琉球国、小琉球国、安南国（今越南北部）、真腊国（今柬埔寨）、暹罗国（今泰国）、

苏门答腊国、爪哇、彭亨国、百花国、三佛齐国、浡泥国（今文莱）等。可参考 Tan Ta Sen, “Did Zheng He Set Out to Colonize Southeast
Asia?” in Leo Suryadinata (eds.), Admiral Zheng He and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 International Zheng He Society 2005, p.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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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国家之间的“现代”外交认可。通过这种逻辑，我们可以看到“保守”的洪武皇帝与“开放”的永乐

皇帝之间的连续性。①此外，廖小健、黄剑洪认为洪武皇帝创建了一个和谐的朝贡格局来满足中、外国家

的需求，为后继者奠定了基础；也正是在这种看起来温情脉脉的格调里，郑和的“和平”使命才可以在印

度洋地区得以践行。②虽然这两种关于明初对外关系的体察有别，但都否认存在以大欺小、以强凌弱的观

念和行径。

在洪武皇帝看来，私人商业不利于国家和社会，海洋贸易难以管控。他在洪武七年（1374）颁布了海

禁政策，宣布所有非官方对外贸易为非法，直到隆庆元年（1567）才正式解禁。虽然明初厉行抑商，但是

官方机构依然在朝贡框架内从事垄断性外贸，与儒家力求维系稳定内陆农耕社会的道德准则相协和。③尽

管洪武皇帝不间断地遣使四方，但是并未过度强化其治外威权，以至在洪武后期，朝贡外交和涉外贸易日

渐衰退，史载：“礼部奏诸番国使臣客旅不通……是后使臣商旅阻绝，诸国王之意遂尔不通。”④

概述中国学者与西方学者，特别是如费正清等前辈汉学家的一个主要共同之处，就是皆认为洪武皇帝

继承和发扬了传统的天下观以及朝贡制度。终明一朝，纵然其间有所曲折波动，但这种和平基调的对外政

策与近代欧洲殖民主义有着本质的不同。可是，如何看待永乐皇帝在位期间对外的激进主义（activism），

歧见就显现出来，而在近一二十年尤为令人瞩目。
 （二）永乐皇帝平抚华南和远洋的雄心
与其父亲肖似，朱棣亦具备专横的行伍气质。靖难之役后，就急迫地君临“天下”，广派使节至各藩

属国，来彰显其政权的合法性，重建和修复朝贡关系。⑤但是，朱棣一改洪武皇帝所奠立的对内维稳和对

外据守的国是，采取一种大胆进取的昂扬姿态。在制定拓展到疆域以外陆地和海洋的编程中，最具标志性

的决策就是郑和大航海。

在 1405−1433 年期间，宦官郑和带领浩大的船队七次下西洋−时今的东南亚（又称为“南洋”）和

印度洋。学者们均认为郑和的航行是永乐皇帝海洋部署的一部分，但是在分析动因时却存在着异见，具体

如下：1. 如周运中对部分国内学者观点的归纳，其中一个主要考量是安抚、平定游离于帝国东南边缘的海

上力量，因为他们在永乐初期成为中央政权忌惮的异己势力。⑥同时，郑和也负有防范蒙古帖木儿帝国潜

在海上威胁的任务。⑦2. 正如中、西学者所阐述，郑和远航致力于在传统亚洲藩属国和已知、未知的“西

洋”诸国中加强明朝的宗主地位。⑧即普天之下都应体认明朝在“军事、政治和文化形态方面的优越

性。”⑨3. 多数中国学者认为，尽管郑和仰仗明朝庞大的军事力量，但是其西洋之行却向他国传递了和平

之构想。如樊树志所云，郑和的和平脚步远至东非，却未曾掠取他国半块土地，与哥伦布、达·伽马为代

表的西方冒险家或殖民主义者判若云泥，后者是为了建立殖民地，以此获取金银，而一个副产品是促使了

原始资本积累，开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之滥觞。⑩然而，近年来一些西方学者却认为明朝采用咄咄逼人的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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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万明：《明代中外关系史论稿》，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年，第 436−437 页。

②廖小健、黄剑洪：《明初中外关系和郑和下西洋》，“郑和研究的中英文双语国际会议”论文集，维多利亚，2014 年 8 月。

③Timothy Brook, Confusions of Pleasure: Commerce and Culture in Ming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pp. 66-70.

④《明太祖实录》卷 254“洪武三十年八月丙午”条，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6 年影印本，第 6a 页。以下明实录皆引此本，

不再一一注明。

⑤Frederick W. Mote and Denis Twitchett,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The Ming Dynasty, 1368-1644 (volume 7, Part I), New York, New Rochelle,
Melbourne and Sydne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221-222.

⑥周运中：《郑和下西洋新考》，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年，第 19−23 页。

⑦赖进义：《郑和远航的战略原因》，郑和下西洋 600 周年纪念活动筹备领导小组编：《郑和下西洋研究文选（1905−2005）》，第 282−
283 页；郑一钧：《论郑和下西洋》，北京：海洋出版社，2005 年，第 225 页。

⑧范金民：《郑和下西洋动因初探》，郑和下西洋 600 周年纪念活动筹备领导小组编：《郑和下西洋研究文选（1905−2005）》，第 267−
269 页。

⑨Angela Schottenhammer, “Consolidating Insular Southeast Asia and the Meaning of Force in History: Pax Ming and the Case of Chen Zuyi (d. 1407),”
 “郑和研究的中英文双语国际会议”论文集。

⑩樊树志：《走向海洋：纪念郑和下西洋 600 周年》，《解放日报》2005 年 7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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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举动实施帝国的“扩张”，甚乃一如韦杰夫所冠诸的“大明天下”（Pax Ming）之说。①韦杰夫认为郑

和的西洋之行与明朝对云南和安南的“殖民主义扩张”如出一辙。②与之类似，印裔美籍学者沈丹森

 （Tansen Sen）认为，纵便中国皇帝对殖民他国没有兴趣，但郑和的确在广阔的亚洲以及更远的区域独断

称霸。③

因此，近年来一些西方学者从所谓明朝使用强权欺压他国切入，逐渐形成了以侵略、帝国主义、殖民

主义之类的话语来评析郑和的下西洋活动，其中“原始殖民主义”的概念最为炫目，这与中国学界的主流

观点截然相反。新加坡华裔学者陈达生（Tan Ta Sen）归结韦杰夫为代表的关于郑和侵略性和殖民主义的

如下说法：1.郑和是一位领土扩张主义者，一位原始殖民主义者。2.郑和在东南亚地区营建基地、殖民地、

商业据点，与后到的葡萄牙人的殖民活动相似。3.在七次下西洋过程中，郑和对苏门答腊国（今苏门答腊

岛西北端）、爪哇（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旧港（今苏门答腊岛东南部）、锡兰（今斯里兰卡）发动了

武装征伐。④由于语言障碍，很少中国学者明悉上述的负面评论，尽管他们长期以来在经验性叙事和理论

性预设中否定了这种立场，而一些海外华裔学者的论述则显得较少带有“主观性”色彩。

无论如何，永乐皇帝虽然承袭洪武皇帝相似的天下观念以及朝贡体系，但却一反守成策略，遣使郑和

等人竭力拓殖明帝国的海疆。他作为一位马上得天下、马上治天下的皇帝，最后亦死在军事远征的路途

上。当今中、西学者在永乐皇帝的向外开拓史迹上的理解大同小异，却在如何评价其运用军事等强力手段

之性质上存在着明显的分歧。

二、郑和使用武力的传统辅助方式

战争与合作向来是传统中国对外关系中两种突出且交织的方式。如何有效地应对外部冲突是一个现实

性问题，外交的成败得失总是依赖于国力的强弱。郑和的舰队训练有素，足以在海、陆应付常规性军事危

机。《明史·郑和传》中称，对永乐皇帝来说，郑和下西洋即是“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宣天子

诏，因给赐其君長，不服则以武摄之”。⑤

早在 1983 年，何芳川就在 15 世纪中、西三大航海活动的对比考稽中，概括了以郑和下西洋为典范的

中国涉外方针特色：一般择取和平的解决方式；偶尔的军事行动是次要途径，仅有的三次大规模军事行动

不过为重整秩序的必要措施。⑥关于这三次战争的叙述和阐释可谓汗牛充栋，本文在吸收中外相关成果的

基础上，对以合作和贸易为旨趣的朝贡背景下郑和军事行为的来龙去脉进行重新审视。
 （一）保护传统亚洲海域：剿灭海盗陈祖义事件
东南亚地区的一些政治实体历来为中国的藩属国，马来半岛和印度尼西亚群岛对郑和航行与明朝海

上边疆具有显要的战略价值。7−13 世纪的三佛齐王国，控制了苏门答腊岛，势力一度延伸到被视作东

印度洋咽喉的马六甲海峡。但其在 1397 年分崩离析后，苏门答腊就一直动荡不定，而且随时受到邻国

爪哇的侵凌。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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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Geoff  Wade, “The Zheng He Voyages:  A Reassessment,”  Journal  of  the Malaysi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78,  no.  1  (2005),  p.  37；

注：“Pax Ming” 译成“大明天下”，意为耀兵异域、臣服外邦以至一统天下的含义。

②Geoff Wade, “The Zheng He Voyages: A Reassessment,” Journal of the Malaysi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78, no. 1 (2005), p. 39.

③Tansen Sen, “Consolidating the Tianxia: Zheng He ’ s Military Intervention in South Asia,” “郑和研究的中英文双语国际会议”论文集。

④Tan  Ta  Sen, “ Did  Zheng  He  Set  Out  to  Colonize  Southeast  Asia?”  in  Leo  Suryadinata  (eds.), Admiral  Zheng  He  and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
International Zheng He Society, 2005, p. 43.

⑤《明史》卷 304《郑和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 年，第 7766−7767 页。

⑥何芳川：《十五世纪中西三大航海活动比较初探》，郑和下西洋 600 周年纪念活动筹备领导小组编：《郑和下西洋研究文选（1905−
2005）》，第 37−38 页。

⑦Louise Levathes, When China Ruled the Seas: The Treasure Fleet of the Dragon Throne, 1405-1433,  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98-99; R. W. McRoberts, “Notes on Events in Palembang, 1389-1511: the Everlasting Colony,” Journal of the Malaysian Branch, Royal Asiatic
Society (Kuala Lumpur), vol. 59, no. 1 (1986), pp. 7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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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门答腊东南部的旧港，当地的华人移民团体大体上带有亦商亦匪的特征。其中的一位首领陈祖义

 （?−1407），在中国的文献记述中被描绘成一个凶残的海盗；而另外的华人首领梁道明及其副手施进卿

 （?−1423）因为效忠于明廷，所以形象正面。施进卿向郑和历数陈祖义的海上抢劫罪行，而郑和此时则处

于两方势力的漩涡之中。值得一提的是，明朝文献记载，陈祖义曾密谋袭击郑和船队，郑和被迫回击。陈

祖义的十艘船被烧毁，数千海盗被捕杀，陈本人也被生擒押回，随后当着各国使节的面斩首。在消除了此

类动乱因素后，郑和重建了大明在东南亚的宗主地位。明廷在旧港设立宣慰使司，施进卿为首任宣慰使。①

1407 年旧港事件发生在郑和首次下西洋（1405−1407）期间。中国学者认为歼灭陈祖义之举不仅为后

续的航行扫除了障碍，而且维护了区域性安全。②然而，一些西方学者对此次军事行动的性质和政治局面

的改变有不同的看法，韦杰夫认为宣慰使司这类“在边疆地区由少数族统辖”的机构，实质上是中央政府

的代理人。③中国学者何平立则认为，明朝在旧港既无官吏和军队，亦无征税和役务，只是在该地区保持

些许礼仪上的宗藩关系而已。④

德国学者萧婷（Angela Schottenhammer）通过对陈祖义事件的深入研究，质疑中国相关历史记录的中

立性，并进而认为铲除陈祖义是明朝统治者“惩治罪犯和反抗者的一个缩影”。⑤而爱德华·德莱耶

 （Edward L. Dreyer）则这样诠释了此次事件原委：在郑和船队途经后，陈祖义曾于永乐四年（1406）遣子

向明廷进贡，而梁道明在前一年已经派其侄到南京。1407 年，郑和在返航途中与陈祖义发生战斗，显然他

决定站在梁道明、施进卿一方。⑥

然而，若干中国学者也质疑相关官方记载的客观性，比如《明史》中的这段史料：“祖义，亦广东

人，虽朝贡，而为盗海上，贡使往来者苦之。”⑦金实秋认为，陈祖义在郑和相信施进卿对自己控告之前

并没有攻击郑和的舰队。而陈祖义、梁道明、施进卿身份相似，很难将陈与其他首领相区分。施进卿为了

自己的海上权益诋毁对手陈祖义亦不无可能，但是郑和也乐得借施进卿之手控制旧港。之后，永乐皇帝赐

施进卿印诰、冠带等御品，传之后代。⑧

总而言之，尽管对于旧港事件的基本史实，中、西学者的认识并无二致，但是西方学者趋于认定郑和

动用武力行使天朝的权威，而中国学者则更多关注明廷所看重的宗主名分。对于军事行动后果，陈达生的

以下观察更有意义：当时旧港名义上是满者伯夷国（即爪哇帝国）的附属国，但实际上是由几个华人首领

管辖；明朝所设立的宣慰使司，类似于现代领事馆，并没有改变满者伯夷国所拥有的宗主权。⑨麦克罗伯

茨（R. W. McRoberts）亦指出，明廷视施进卿为旧港的一位统领，同时也默许旧港是满者伯夷国的属地。⑩

 （二）降伏南亚次大陆上的政权
第二场战役发生在 1411 年郑和的第三次下西洋（1409−1411）期间，又称锡兰山之战。根据官方记

载，彼时的锡兰山国王亚烈苦奈儿对郑和侮慢无礼，并且早在 1407 年就向郑和勒索珍贵物品，还欺辱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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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太宗实录》卷 71“永乐五年九月壬子”条，第 1a 页−第 5a 页；亦可参考其他完整的史料记载，见郑一钧：《论郑和下西洋》，第 242−
244 页。

②赖进义：《郑和远航的战略原因》，郑和下西洋 600 周年纪念活动筹备领导小组编：《郑和下西洋研究文选（1905−2005）》，第 282−
289 页。

③Geoff Wade, “Ming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in the 15th Century: A Reappraisal,” Asia Research Institute,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28 (July 2004), p. 11.

④何平立：《论明代郑和下西洋的军事性质与作用》，《军事历史研究》1991 年第 2 期。

⑤Angela Schottenhammer, “Consolidating Insular Southeast Asia and the Meaning of Force in History: Pax Ming and the Case of Chen Zuyi (d. 1407),”
 “郑和研究的中英文双语国际会议”论文集。

⑥Edward L.Dreyer, Zheng He: China and the Oceans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 1405-1433, New York and others: Pearson Longman, 2006, p. 42.

⑦《明史》卷 324《三佛齐传》，第 8408 页。

⑧金实秋：《郑和是和平使者吗?》，《长江文化论丛》2011 年第 7 期。

⑨Tan  Ta  Sen, “ Did  Zheng  He  Set  Out  to  Colonize  Southeast  Asia?”  in  Leo  Suryadinata  (eds.), Admiral  Zheng  He  and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
International Zheng He Society, 2005, pp. 45-46.

⑩R. W. McRoberts, “Notes on Events in Palembang, 1389−1511: the Everlasting Colony,” Journal of the Malaysi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Kuala Lumpur), vol. 59, no. 1 (1986), p.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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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1411 年，据称他曾谋划领 5 万士兵偷袭郑和船队，但被郑和击败，并作为俘虏被带到了京师，其王位

由另一位有德行的当地首领接替。与陈祖义被处决有别，被罢黜的亚烈苦奈儿后来得到释放并被遣送回

国，因为永乐皇帝讲到：“蛮夷禽兽耳，不足深诛。”①

一些西方学者指责郑和武力改变锡兰山国的政局。沈丹森认为，此次军事行动，郑和系有备而来，因

为四年前亚烈苦奈儿曾羞辱过他。这并非简单地是“明廷为一个外国中被压迫人民所做的正义行为”，同

时还显示了中国对他国政治和军事干预的惯例。②韦杰夫通过对中国有关文献的研究，指出了此次武装干

预的政治影响：与云南的情况相仿，明朝皇帝扶植了一个傀儡来替代被劫持者，从而设定以有利于明朝的

方式行事。③

中国学者更倾向于强调锡兰山战役中郑和应急防御的情势。例如，何平立认为，纵使这次军事行动反

映了明朝的宗主企图，但是之后并未卷入锡兰山国内政，这与早期欧洲殖民主义者无休止的破坏和劫掠大

相径庭。④

然而，一些国内学者也意识到，关于这次战役的几乎所有记载都出自中国文献，透露出明朝反对所谓

野蛮、叛乱的当地首领的态度。但对照稀疏的外文文献，时平发现中、锡史料中的信息颇有出入，判断是

役爆发肇自锡兰对明朝打算确立的朝贡关系的抵触和拒绝。⑤金实秋也认为郑和意欲除掉不驯服的当地掌

权者，以确保航行这片至关重要地带的安全。⑥总的来说，中国学者们尽管对战役起因的意见不尽一致，

但是大都坚持郑和军事解决方式的非侵略性目标。

第三场战争发生在 1415 年郑和第四次下西洋（1413−1415）过程中，郑和当时介入了苏门答腊国（今

苏门答腊岛西北端）的内战，《明史·苏门答剌传》如下记载：

先是，其王之父与邻国花面王战，中矢死。王子年幼，王妻号于众曰：［孰能为我报雠者，我以为夫，与共

国事。］有渔翁闻之，率国人往击，馘其王而还。王妻遂与之合，称为老王。既而王子年长，潜与部领谋，

杀老王而袭其位。老王弟苏干剌逃山中，连年率來侵扰。十三年，和复至其国，苏干剌以颁赐不及己，怒，

统数万人邀击。和勒部卒及国人御之，大破贼众，追至南渤利国，俘以归。其王遣使入谢。⑦

 《明史》里的这段资料其实是对《明实录》原始记录的一个详细复述。⑧作为官方文本，二者都清晰

表明郑和是站在“合法的”一方，遵照永乐皇帝的命令，摧毁反叛队伍，俘获了叛军头目苏干剌及其家

眷，并带到京城处决。自此苏门答腊国国内的秩序得以恢复，与明朝的朝贡关系也回归正常。

关于此次事件，中、西学者均认同明朝安靖苏门答腊国秩序以巩固朝贡体系的用心。不过，韦杰夫进

而断定郑和直接参与到苏门答腊国境内的纷争中，因为他支持亲明的一方，而打击敌对势力。韦杰夫把

这个事件作为另一个例证，即通过军事力量的征讨，将“‘大明天下’的企图强加到东南亚和印度洋

地区”。⑨

尽管中国学者不认可此次事件的侵略性，但是他们确实注意到官方记载可能存在曲解史实的情况。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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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太宗实录》卷 130“永乐十年七月丙申”条，第 2a 页。

②Tansen Sen, “Changing Regimes: Two Episodes of Chinese Military Interventions in Medieval South Asia,” in Upinder Singh and Parul P. Dhar (eds.),
Asian Encounters: Networks of Cultural Interactions,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 67-70.

③Geoff Wade, “Ming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in the 15th Century: A Reappraisal”, Asia Research Institute,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28 (July 2004), p.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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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明史》卷 325《苏门答腊传》，第 8420 页。

⑧《明太宗实录》卷 168“永乐十三年九月壬寅”条，第 1a 页−第 1b 页；类似的记述亦可参见郑和随行人员的记录：巩珍：《西洋番国

志》，向达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61 年，第 18 页；马欢：《瀛涯胜览》，冯承钧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55 年，第 27−28 页；费

信：《星槎胜览》，冯承钧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54 年，第 27 页。

⑨Geoff Wade, “Ming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in the 15th Century: A Reappraisal,”  Asia Research Institute,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28 (July 2004),
p.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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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声、郑一钧的研究表明，由于明廷已经承认渔夫继承王位的正统性，那么把渔夫之弟当作反叛者不合情

理；前王的儿子才本应是真正的僭位者。他们据此认为《明实录》可能篡改了最初记载，以证明郑和选择

前王的儿子作为合作者的正当性。①张铁牛也指出了作为“正史”的《明实录》与马欢的《瀛涯胜览》、

费信的《星槎胜览》等一手记录有出入的部分，说明郑和发动镇压苏干剌的军事行动，是并非被动的出

击，《明实录》的记载分明在牵强地寻找托辞。②

通过考察学界对郑和下西洋期间发生的三次军事行动的研究，可以得出中国历史记载中的三个特点：

其一、冲突缘起：番邦首领或强人对郑和船队挑衅，以致郑和不得不还击。其二、冲突过程：讨伐篡位者

或反叛者则是符合儒家伦理所规范的“正义”行动，所以郑和应“合法”阵营的请求，废黜“邪恶”首

领，而任命“有德行”者代之。其三、冲突结局：常态的朝贡关系与和平局面再现。

一般而言，中国学者更愿意正面地解读这些历史记录，认为郑和偶一为之的军事行动系自卫需要，强

调此举对地区与国际和平的重要性。纵便若干学者质疑正史的可靠性，尤其是关于第三次战役，比较而

言，西方学者对这些冲突的分析似乎更“客观”，特别是点出了中国官方记载的“回护”。而以韦杰夫为

代表的少数学者更是基于“他者”的角度，形成了一套所谓受害者的反向论述。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郑和

航行中的暴力事件屈指可数，而且三次战役之后，再未发生重大冲突。
 （三）和平仲裁与互利贸易
正如各种相关文献记载，郑和通常不轻易涉入武装纠纷；相反，他和随员们经常调解国家间或各国内

部各种势力之间的争斗。鉴于郑和多次解决国际紧张事端的凡例，中国学者们认为明代的中国是爱好和平

的王朝。例如，1407 年郑和第二次下西洋期间，爪哇国的西王刚打败东王，吞并其辖土。郑和船队的

170 名士兵前往原东王之地贸易，被西王军队误杀。因为西王立刻遣使到明廷谢罪，永乐皇帝并没有发兵

惩戒，只是要求赔偿黄金 6 万两，随后又免去所欠数额。③

然而，郑和作为明朝的代表，并不是口头上的和平主义者。以大明兵强国富为后盾，郑和有能力调和

各方利益，并且在从东南亚到印度洋地区的朝贡结构内平衡、折冲各个政权。许多中、西学者均注意到了

暹罗，因为它在朝贡网络中至关重要。暹罗时常袭扰周临，如占城国、苏门答腊、满剌加。郑和于 1407 年

遵照永乐皇帝的旨意，借外交而非军事手段解决了争端。④与之相似，在 1431 年，时值第七次下西洋

 （1431−1433），郑和再次通过外交途径阻止了暹罗对满剌加的侵略。⑤

在郑和七下西洋的过程中，发生过多次类似的事件。在各个场合，明廷都力图在朝贡制度内作为调解

者或裁决者，促使泛亚地区的一体化−一个和平但有层级的天下秩序。但是，这种层级和平秩序真的是明

朝的藩属国所想要的吗?韦杰夫等一些西方学者强调，郑和与明朝是依靠军事威力来强制地实行这样的一统

化。然而，这种诘责显然忽略了明朝为公正化解国际纠葛所做出的不凡成绩，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通过与

明朝的朝贡贸易所获得的可观收益。这也正是为什么大多数中国学者高度肯定郑和恢复区域和平与秩序的

成就。陈尚胜则把郑和的和平外交方式比成儒家的“王道”，与尚武的“霸道”迥异。⑥

福建长乐《天妃之神灵应记》碑（俗称“郑和碑”），是研究郑和下西洋价值很高的文物。碑文道：

 “及临外邦，番王之不恭者，生擒之；蛮寇之侵掠者，剿灭之。由是海道清宁、番人仰赖者，皆神之赐

也。”⑦这番说辞令人想起和亲、贸易与军事斗争相结合的悠久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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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朝贡体系之下，和谐的国际关系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得以实现。何芳将郑和的和平交往分为

以下四种：首先，通过“敕封”与“赏赐”等形式开展外事活动；其次，迎送使节；再次，进行贸易；最

后，调节朝贡政权之间的关系。同时，他认为军事力量有限度的运用不在于掠夺物质财富，而是为了履践

政治和文化意愿。①

从郑和下西洋的成功可以看出，中国丰足的物产支撑着朝贡体系。明朝作为一个拥有丰富资源与先进

技术的帝国，对他国而言是充满诱惑的贸易源头，而与明朝的商业往来对其国内经济十分重要。玛丽·海

德惠斯（Mary F. Somers Heidhues）认为，被称为“南洋”的东南亚极易受到外部世界，特别是中国的影

响。自宋朝（960−1278）以降，与中国的贸易一直是该地区经济发展的“发动机”，直到 19 世纪之初，

仍比与印度、与西方更为重要。因此，“南洋”欢迎郑和来访，愿意被纳入朝贡体制。伴随着明朝与东南

亚地区长途贸易的发达，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定居在这个地区的各个贸易中心。②

中国学者非常关注郑和“自由”“平等”的对外贸易，不似欧洲殖民者虐待、恐吓、奴役，以至强占

土著人土地所犯下的暴行。即便诉诸武力，郑和既没有侵占他国，亦未抢夺财富。③晁中辰申明郑和是与

有共同愿望的国家从事交易，因而满足了双方的需求，促进了“南洋”“西洋”的商业、经济的兴盛。何

况，郑和船上装载的大部分货物因维系朝贡关系而带有馈赠性质，慷慨“交换”到的也大多是当地进献的

贡品。所以，明朝延续了历朝源自符号性而非物质利益考虑的“厚往薄来”政策。④

综上所述，在中国学者眼中，郑和间或的军事行动作为远次于和平方法的补充，只是一种威慑力的务

实表现。郑和鲜少动用武力，而且不得已而为之的案例多系自卫反击。⑤相比之下，近年来韦杰夫等西方

学者虽然与中国学者在“史实”上有很多相似的观察，但是更情愿以所谓原始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民族

国家等“近代”尺度来定格郑和军事行为，不免有削足适履之嫌。

三、郑和下西洋争议的评析与“原始殖民主义”的讨论

对郑和军事行动的评价必然与整个航海活动的全面评价相联系。早在 1905 年，梁启超就曾发表过一篇

题为《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的文章，表达了一代维新志士有感于近代中国遭受西方列强欺侮而又要学习

西方以救亡图存的一种复杂纠结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情结。他将郑和与欧洲伟大的航海家亨利王子、哥伦

布、达·伽马、麦哲伦等人相提并论，甚至称赞郑和的军事成果，如俘虏外国酋长，俨然一派欧洲殖民主

义式的近代话语。同时，梁启超惋惜郑和之后中国航海活动的中断，认为七下西洋只是彰显“雄主之野

心，欲博怀柔远人、万国来同等虚誉”的一种体现。⑥

尽管当代中国一向秉持反殖反帝立场，但是学者们乐意沿袭梁启超颂扬郑和英勇航海业绩的轨辙。不

少学者将郑和的航行与欧洲大航海活动相比较，后者开启了“地理大发现”，此后世界历史的主流导向殖

民主义、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⑦郑和的舰队拥有可观的战斗力，但是为何在处理冲突时，还要如此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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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何芳川：《十五世纪中西三大航海活动比较初探》，郑和下西洋 600 周年纪念活动筹备领导小组编：《郑和下西洋研究文选（1905−
2005）》，第 35−38 页。

②Mary Somers Heidhues, Southeast Asia: A Concise History, with 131 illustrations and 11 maps, New York: Thames & Hudson Ltd, London, 2000, pp. 87-
88.

③孔令仁等：《略论郑和的军事才能》，《思想战线》1988 年第 2 期。

④晁中辰：《敦睦邦交，强不凌弱：郑和下西洋对亚非友谊的贡献和启示》，郑和下西洋 600 周年纪念活动筹备领导小组编：《郑和下西洋

研究文选（1905−2005）》，第 324−327 页。

⑤苑素明、杨宏伟：《郑和和平外交原因探析》，范金民、孔令仁编：《“睦邻友好”郑和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海潮出版社，

2002 年，第 329−330 页。

⑥中国之新民（梁启超）：《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新民丛报》1905 年第 3 卷 21 号。

⑦万明：《关于郑和研究的再思考》，《中国史研究动态》2003 年第 7 期。当将郑和与哥伦布、达伽马比较时，后者的航海活动经常被视为

全球资本主义的发端。但是万明认为，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开拓性航海并没有导致两个国家走向现代资本主义。因此，用“现代”的标准来

评价郑和航行是不公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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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使用，从而使其代表的明朝模式区别于殖民主义血腥扩张的欧洲模式?中、西学者们都试图通过制度、心

理、文化等思辨范畴，聚焦于明朝借助武力促进航海的视角以及开始航海的原动力。但是不言而喻，得出

的结论有异、有同，也存相通之处，这里有必要进行综合性辨析。
 （一）永乐皇帝朝贡体系下的国际交流和世界秩序
一些国内学者指出了利用朝贡关系来促进国际交流的郑和模式的优势：一种政治策动的、国家运营的

海洋工程。①更为重要的是，为了实现永乐皇帝令天下称臣纳贡的蓝图，郑和船队把中国的海疆推向了空

前的远方，中、西学者的史实考据大略一致，但评价标准存在差异。除了描述明朝早期在海上和内陆边界

的军事行动，韦杰夫也举“1409 年胁迫缅甸”等例子来论证大明惯于恫吓弱小国家，强调其“武力主义威

慑的实质”。②

而泰国华裔学者黎道纲则基于明人张燮《东西洋考》中的事例来反驳韦杰夫的原始殖民主义定义。据黎

考证，《东西洋考》中记载：郑和命令夷平阿瑜陀耶的一座浮屠−但是那座浮屠在 17 世纪才建成。可

见，韦杰夫把道听途说的逸事当作历史事实而引以为据，应该是出于其自身意识形态的偏见。③而且黎认

为，韦杰夫在翻译和解释中文史料时，刻意“加工”不可靠的轶闻，为的是证明郑和下西洋的“侵略”

属性。④

正如何芳川所指出的，明朝在意的是名义上的宗主权，并且其“家天下”网络可以容纳很大程度上的

政治、文化和宗教的多样性、多元性，相反的是欧洲殖民者推行残酷的殖民统治，进行无止境的征服，最

终确立在近现代世界历史中的霸权。⑤于是，如朱亚非所言：郑和赢得了海外广泛的尊敬，树立了明朝亲

善的国际形象。⑥郑和的神化形象至今仍以神龛、文物、神话和口头传说等形式遍布于东南亚地区。⑦而

与之相反的是，范金民点出欧洲殖民者对美洲、非洲及其他地区殖民地的土著居民的残害和屠杀，给当地

留下的是难以磨灭的痛苦记忆。⑧

郑和由于遵循永乐皇帝延展海外朝贡体系的意志，所以尽量避免剧烈的对抗。实际上，郑和军队的规

模不足以主动发起大型战役；一些偶发的冲突并非全然精心策划，而主要是防守反击；郑和的舰队多数情

形下只是被用作储备力量。⑨洪焕椿勘察了郑和船队的军人构成，认为士兵多属于不是用以远征的守备部

队。⑩陈达生也认为郑和船队的 28000 人中的军人比例不占多数，主要执行护卫职能；而且，为了培育天

朝大国形象，不会为入侵、殖民或兼并而动辄采用武力，而是“与邻国共建儒家理想中的国际秩序以及通

过朝贡体系促进贸易。”⑪

因此，争论的一个焦点在于如何审视永乐皇帝雄心勃勃地开拓朝贡关系。“西方”学者罗伯特·芬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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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bert Finlay）较为公允地讲述了明朝与欧洲早期殖民者和殖民主义的开拓之间的非可比性。

朝贡制度是中国独特的政府工具，糅合了文化宣传、商业交流、国家安全、外交政策等方面，而这些在西方

国家一般被视为各自独立、彼此不同的。相比之下，葡萄牙人（像其他西方人一样）设想将自己的权力扩展

到海外，包括控制领土、建立殖民地、把控商业；他们的主权、征服、统治的思维，是在国家相互竞争的语

境里几代人得出的经验……葡萄牙人在亚洲的经历由强权政治、宗教排他、国家竞争的理念所驱使，而中国

在同一地区的经历则为文化融合、宗教宽容、帝国自我满足的理念所浸润。①

他总结道：明朝勾勒的世界或天下是有上下、高低、尊卑的层级，却也是和谐的，这正是作为国家行

为的郑和下西洋之旨归。②

鉴于郑和所代表的“中国式”对外开拓的结果，故而沈丹森对郑和替换锡兰山国国王一事的评语较为

恰当：“不靠殖民遥远的海外，而是建立一个友好的体制，这是高效率的、节约成本的”明智之举。事实

上，通过与友好政权的合作，郑和的船队不仅可以停靠在南亚次大陆的港口，还能够远洋至阿拉伯海。③

此外，罗伯特·芬拉也认为，凭据强大的军事能力，明朝既不吞噬他国领土、也不在远洋上肆行恐吓之方

略取得了显著的成效，那就是“郑和七次下西洋过程中，48 个国家成为明朝的朝贡国，其中大部分是新面

孔”。但是，他仍旧使用“帝国主义”一词来指称明朝的军事行动，因为大明充当了“遥远王国兴衰的裁

定者”。④

朱棣登基后，明朝享有着扩大了的朝贡网络所带来的繁荣，“这种朝贡体制注重创建中国式而非是殖

民主义的世界秩序，也非仅仅从海洋商业中获利”。⑤中、外各国均得以长久地从海洋贸易中受益。加拿

大华人学者陈忠平认为，虽然不是“自由贸易”的欧洲模式，但是郑和下西洋壮大了中国与印度洋国家的

贸易网络，并使之制度化，有助于 15 世纪末肇始的欧洲人所领引的全球化进程。⑥

简言之，纵观围绕着朝贡体系下郑和军事行动的各种争论，笔者比较赞同陈达生对郑和下西洋的定性

论点：“郑和在中国的世界秩序观和朝贡制度下展开涉外工作。他的航行应该在这个语境中对待，而非置

于西方式殖民主义的窠臼。从非历史的立足点看历史是危险的；将西方模式强行套用于中国历史只会背离

历史事实。”⑦ 而如韦杰夫等一部分“西方”学者涂抹在郑和身上的或多或少的“殖民主义”釉彩，源自

并迎合了对当今中国积极进取的对外关系认知和评估的一种势头，且勿论其不无偏颇的态度，以古度今不

是理性的学术研究路径。
 （二）永不停歇的欧洲式动力之缺乏
郑和三次军事行动的胜利证明了明朝无可匹敌的海上力量。可以试想，那时候的明朝有能力像后起的

欧洲列强那样创立庞大的海外殖民帝国。但事实上，明朝虽然在一些方面得益于扩大了的和紧密的朝贡体

系，但是大航海活动在 1433 年以后消失，中华帝国自此也退出了海洋世界的舞台。正如罗伯特·芬拉所

说，与明朝行为恰恰相反，达·伽马抵达印度的航行为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和英国在印度洋和亚洲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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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的一连串殖民入侵铺垫了道路，欧洲列强运用恐怖手段竞相建立殖民帝国，如暴力开采、贪婪侵略、

经济剥削。①以欧洲殖民主义历史为参照系，相对和平的郑和下西洋活动的兴与衰，持续推动着中外学者

进一步探求其航行动机以及戛然而止的缘由。

陈达生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何具有巨大航海和军事能力的郑和船队并没有选择征服和统治沿线的

30 多个国家，而是协助众多的小国抵御强敌的入侵以及消弭其国内的叛乱。在他看来，明朝从经济的角度

来讲是一个农业社会，不同于以商业和工业为主导的欧洲国家，前者“无需抢夺自然资源、市场、人力、

殖民地”。②罗伯特·芬拉持有类似的观点，尽管他用“海上帝国主义”的标签来通称明朝和葡萄牙的对

外扩张，但是也承认两者之间的差别：虽然郑和下西洋可以满足明朝对胡椒、银、香料、檀香、宝石、象

牙、乌木、樟脑、锡、鹿皮、珊瑚、毛皮、龟壳、树胶、树脂、犀角、苏木、红花（用于染料和药物）、

奇石以及其他海外商品的需求，但是作为自给自足的农业帝国，明朝不必占据他国领土，不必“封锁重要

航线”来“追求霸权”−这需要在海外维持花费昂贵的常驻部队，对明朝而言显然是不明智的。③

中国学者也把明朝看作是一个大陆帝国，而非欧洲式航海国家。如郑永涛所说，西方国家进行殖民扩

张活动有两大动因，一是宗教的，二是经济的，为此它们无节制地使用各种伎俩来达到贪得无厌的欲求；

而明朝作为一个大陆帝国，与之前的多数王朝类似，缺少海外殖民的驱动力。④这也符合在传统朝贡体系

下的天下观，因此一般情况下不愿去改变辖外的国家和政权。

恰在这点上，一些中国学者进而反思郑和下西洋的“弊端”。1.大航海缺乏商业利润计划，其耗费不

啻一个无底洞，所以在永乐皇帝死后不久就被中止了。⑤2.郑和下西洋与海禁“祖制”并不抵牾。庄国土

认为，永乐皇帝实际上采取了更加严厉的举措来增强国家海上统摄权能，甚至清剿私人海上活动。⑥因

此，在中国海域上非官方的海上贸易和航海行为，包括海盗和走私活动，受到强有力的压制和约束。罗荣

渠认为，这严重损害了中国的海洋探索。⑦

着眼于明初航海大业的短暂辉煌，中、西学者们均不约而同地将目光集中到了永乐皇帝个人身上−
大航海工程得以付之实践，几乎完全取决于永乐皇帝的个人意志。然而，人力、物力的巨额消耗造成了沉

重的财政负担，也有悖于儒家传统的保守主义，正如罗伯特·芬拉所称，这种保守主义鄙视“商业、黩武

主义、海上冒险，而崇尚自给自足、农业美德、闭关锁国”。⑧永乐二十二年（1424）朱棣的去世，也就

预示了明朝偶发性的海上活动的终结。

没有稳固、增长的经济回馈，所以尽管明朝的海上实力如此雄厚，远航活动转瞬即逝，以“昙花一

现”形容再贴切不过。一个农业帝国在海洋事务上回归消极状态无可厚非，这与稍后崛起的欧洲民族国家

的道路不同，然而王朝回归内陆的国策却客观上为私人海上活动留下了余地−猖獗一时的“嘉靖倭患”

即是明证。⑨与此同时，欧洲殖民者正迫不及待地在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区逐步建立霸权。我们在评价郑和

军事行动和航海活动时，应该重视比较的和全球性的视野。

郑和下西洋军事行动的研究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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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中”“西”学者尽管评判郑和军事行动的性质时存在着对立，但在把郑和下西洋活动作

为中国传统方式的经验主义考察上基本一致。不可否认近年来中国大陆民族主义风潮在学界的回响，但难

能可贵的是仍有若干学者如金实秋和庄国土等直言不讳地与一些“主流”的观点辩驳。同时，“西方”学

者貌似更为“独立”和“自主”，但是他们也或多或少受到当下西方学术与思想氛围的左右，以至于出现

以韦杰夫为例的“极端”个案，即以“近代”的、“西方”的标尺来衡量当今走向世界的中国的郑和遗

产。然而总体而言，在学术界广泛流行的僵硬的“中”“西”二分法听起来煞有其事，但实际并不尽然。

〔本文获得浙江大学“文科专项−近年来学术界关于郑和下西洋军事行动讨论的梳理与反思”项目

的资助〕

 （责任编辑：周 奇）

A Review and a Few Reflections on the Recent Studies of Zheng
He’s Military Activities on the Western Seas
— With an Examination of the So-called “Proto-Colonialism”

SUN Jinghao

Abstract:   A controversial  topic  on the  studies  of  the  Zheng He voyages  is  how to  perceive  his  armadas’

military actions. Most Chinese scholars argue that Zheng He’s endeavors had created and retained peaceful

relationships  with  foreign  nations,  while  a  few  Western  scholars  point  to  Zheng  He’ s “ invasive”

interventions in local politics, even employing the label of “proto-colonialism.” This article aims to briefly

represent and evaluate the recent Chinese scholarship on Zheng He’s armed engagements and related issues,

secondarily  in  light  of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to  certain  discrepancy  between  the “ Chinese”  and

 “ Western”  scholars  in  their  respective  interpretations,  together  with  a  textual  examination  of  the  relevant

historical process. Regardless of the mainstream Chinese scholarship’s certain purposive stance, as well as a

plausible  Chinese-Western  dichotomy,  I  conclude  that  under  the  traditional  tribute  system  Zheng  He  was

roughly cautious in military solution in anticipation of establishing and maintaining a kind of “harmonious”

international  order  in  effect,  different  from  the  ferocious  intrusion,  occupation  and  oppression  that

European explorers, merchants and colonialists inflicted on the same areas that started a half century later.

Key words:  Zheng He, military activities, Western Seas, Chinese and Western scholarship, review, proto-

coloni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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